
黨、政府與民眾團體 ──

以上海市商民協會與上海總商會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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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對於南京國民政府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主要集中於上層的政治活動層

面，同時把國民政府與國民黨等同起來。對於地方政府、地方黨部等之間錯綜複雜的關

係，近些年始引起一些學者的關注。1本文選取上海市商民協會與上海總商會衝突的個

案，來說明北伐前後國民黨黨、政與民眾團體之間的各種複雜的關係。之所以選取這一

個案，在於1927年上海特別市商民協會的成立，及其與上海總商會的衝突，以致於1930

年6月上海市商業團體整理委員會的成立，是上海資本家與國民黨及南京國民政府關係史

上的一個很重要的事件，圍繞這一事件，地方黨、政及國民黨中央的行動，可以一窺當

時黨政關係的複雜層面。同時，國內外學術界亦早已注意到此一事件2；然而，對於這一

事件的解釋卻出現了兩種絕然相反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上海市商民協會與上海總商

會的衝突，及上海商整會的成立，說明國民黨當局完全控制了上海市商會，從此上海資

本家的獨立組織被迫服從於國民黨的控制之下3；另一種觀點認為，上海商整會統一商業

團體增強了商業名流的權力，新商會反映了中國舊式行會精神的再生，標志著黨部和中

產階級的失勢以及國民黨黨治的失敗，新商會變成地方政府的一個簡單的分支機構4。相

反的觀點，正好說明這一事件的複雜性，地方黨部、地方政府與民眾團體在這一事件中

的相互關係，恰好可以說明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地方政府與地方黨部各方面關係的變化。

這裏的關鍵在於如何把握北伐前後各方面關係的變化。

一 北伐前後國民黨地方黨政關係的變化

國民黨黨治在北伐前後變化滋多，總的來說，國民黨最初設計的黨政關係模式是中央一

級實行直接黨治，在地方一級實行黨政分開。在北伐開始後，國民黨中央又強調各省黨

部對於省政府的指導與監督權5。實際上，隨著國民革命軍的節節勝利，控制地區劇增，

地方行政事務加劇，所需行政人員日多，許多早先做黨務工作的國民黨黨員加入地方行

政機關6，黨政關係在不知不覺中起了變化。葉楚傖曾很形象地論述過這一變化：「譬如

有一百個黨員從廣東出發，起初大家都做黨的工作，後來因每到一地，行政機關都需要

黨員去工作，於是一百個黨員便分成兩大部分，五十個做黨的工作，五十個做政治工

作，再往前去，由五十而六十，而七十，而八十，而九十，而一百；黨的方面，由五十

而四十，而三十，而二十，而十個，而竟至了零。好了，政治成功了，黨就失敗了。」7

在地方政府層面，隨著大批國民黨黨員的加入政府，黨部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便成了一個

突出的問題。先是地方政府與地方黨部的初步聯合，有的負責省府行政的人員加入國民

黨；反之，有些負責國民黨黨部的人員加入政府。依照國民黨的理論，訓政時期，黨應

具議會的功能。當時國民黨內部對於黨政的人事混合便有不同意見。據陳立夫回憶，有

些黨的同志堅持黨部人事不應與地方政府混合，一旦黨員加入了地方政府，便不能批評



地方政府。另外有些人認為，既然很難找到那麼多適當的人員來分擔組織黨部與組織政

府，則何不讓省市黨部委員同志亦任省市政府官吏，而要向外去求呢？因為以黨比議會

有時是講不通的8。而陳立夫自己的觀點頗模糊，「其實，那些主張把政府與黨分開的人

亦不理由的，如果我們所有黨員都加入政府，他們就不能有批評地方政府的權利，因為

這等於批評他自己，這對黨員在地方政府擔任職務並不是好策略，而是有壞的流

弊。」9這裏的矛盾恰好可以說明國民黨意識形態上黨治與約法的矛盾，而這兩者都是孫

中山留下的遺產，一方面是臨時約法；一方面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國民黨黨內高

層對此亦有尖銳的分歧，如胡漢民與蔣介石10。同時，對於以黨治國，國民黨高層的解

釋不一，這些對於國民黨推行黨治都產生了不良的影響。

在地方政府的實際層面，陳立夫在其晚年的回憶錄中，以過來人的身份對1927-1931年間

國民政府與國民黨的關係作過一段敘述，值得徵引。他說：「在訓政時期，黨具有議會

的功能，中央黨部與國民大會相當，地方黨部與地方議會相當。如果是這樣，黨肯花錢

付給黨員，使他們收入與政府同級人員相當，這等於我們黨里會有好的人員來管理政

府；否則，黨不給予黨務人員必要的薪津，而要求黨務人員在自顧自給的原則下工作，

這是不切實際的。因為黨員多半是窮，不易為黨儘義務。其結果，有能力的人員都將轉

入政府服務，那麼，另一種制度將產生，黨將與政府相對，而不是督導政府。」11事實

上恰恰是如此。一方面，地方黨部以黨員的資格干涉行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利用行

政的力量壓迫黨部，「形成報復的狀態」12。胡漢民在1928年9月發表的《訓政大綱說明

書》中強調，訓政時期一切權力由黨集中，由黨發施；黨對政府負保姆之責等等13，在

國民黨中央一級大體是確切的，在地方層面就不一定如此，所謂「黨與政治的衝突，在

中央不曾發生了，在各地方的情形就十分複雜了」14。

其實，國民黨中央在實施訓政前後對於地方事務，設計的是黨政分開。早在1927年6月，

國民黨第二屆中常委就制定了《縣黨部與縣政府之關係條例》，規定「縣黨部對於縣政

府的監督之權及建議之責任，但不得強制縣政府執行，縣黨部未正式成立時，只以努力

黨務工作為限」，而「縣政府對於縣黨部有維護之實而不得干涉黨務之進行」。如果

「黨部不滿意縣政府之措施應提出意見於省黨部，應由省黨部轉諮省政府處理，各不得

直接行涉」15。稍後蔣介石提出各級黨與同級政府關係的動議中主張，「黨員如對行政

不以為然，則當就其意思而忠告之；忠告之不聽，則呈其意見於上級黨部而彈劾之；彈

劾之無效，則用中央之權力而改組之；而其最要之標準，則黨員決不能直接加以干涉或

處置政治。」而國民黨二屆中執會第五次會議對此動議作出決議，「凡各級黨部，對於

同級政府之舉措，有認為不合時，得報告上級黨部，由上級黨部請政府依法查辦事，各

經政府對於黨部有意見亦請轉諮同級處置……黨部對於同級政府有警告、質問、彈劾之

權」16。

這自然會引起清黨後握有很大權力的地方黨部的不滿，他們不希望自己權力的削

弱。1928年7月29日，國民黨常委委員王法勤向五中全會提出的動議，頗能反映這一消

長。他說：「以黨治國，為本黨基本政綱，然觀察最近之事實，政府往往不能接受黨的

政策，黨反隨政府為轉移。在中央，則各部部長，不經黨常委通過，逕行任命。重要政

策，亦往往與政策再行主張。在各地，黨部橫受地方政府之壓迫者，其例尤不勝舉。」

提出對於「一切之政務人員，尤應恢復舊制，受黨委托，使不至於脫離黨的觀念，中央

政務官更應擇黨中奮斗有歷史之黨員充任」，否則又何能免社會上「軍事北伐，政治南



伐」之謠。同時強調：「為保障本黨主義政策之實行，亦非使黨部對於行政有最高指揮

權不可」17。至1929年國民黨三大，各地黨部紛紛提出加強黨治並確定黨政關係的提

案。如上海代表陳德囈、潘公展、吳開先、王延松、張道藩、陳布雷、陳希曾等向三全

大會提案：全國黨員須受軍事訓練案、政務官應以本黨同志優先任用案、請解散各地各

級商會以統一商民組織案取消商會之提案、徹底消滅反動思想嚴厲查禁反動派著作案在

這一點上都很明顯。18此外，如天津代表提出重新確定黨政關係案、黃昌穀等16人提出

規定訓政期內縣市黨部與政府間黨治方法案、梅思平等16人提議確定各級黨部與政府關

係之原則及規定中央政府與各地方政府組織大綱等19，均可以反映地方黨權之式微與地

方政權之坐大。

結果呢？國民黨中央重申地方黨部不得干涉地方行政，不可自認為與地方政府相當的機

關。1929年3月，國民黨三大對二屆中執委的黨務報告的決議案中指出過去黨務工作方面

的種種缺點，為此確定加強黨組織的原則20。6月，由國民黨三屆中執委第二次會議的

《訓政時期黨務進行案》，重申了地方黨部與地方政府的關係，指出「凡各級黨對同級

政府之用人、行政、司法及其它舉措有認為不合時，應報告上級黨部，由上級黨部轉諮

其上級政府處理」，「凡各級政府對於同級黨部之舉措有認為不滿意時，應報告上級政

府，轉諮其上級黨部處理」21。這是對黨權的大大限制。至1930年11月18日，國民黨三

屆四中全會發出對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之訓令，指出黨員本身應糾正之最大三個錯誤，

其中第個二是「對於黨部之誤解」，把地方黨部與政府理解為對立之機關，「人民則反

往往誤以所攀仰之黨部與政府為同級之衙門」。國民黨中央強調的是：其主義的實施，

政策的推行，應由國民黨中央付之地方政府實施，黨部僅僅是一種「為人民有組織能力

之一種中心團體」。22這裏明顯地可以看到，在國民黨中央心目中地方黨部與地方政府

各自的份量。

二 北伐前後地方黨部、政府與民眾團體

「在20世紀，民眾擁護才能導致真正的政治權力。」23地方黨部想利用民眾團體作為自

己的政治資源，然而對於民眾運動與民眾團體的領導權北伐前後亦逐步從地方黨部轉移

至地方政府的過程。1927年6月，二屆中常會通過《各級黨部與各級民眾團體之關係條

例》，其中規定，「凡民眾團體之組織與活動應按其性質與范圍受各級黨部之監督與指

導」，對於各民眾團體之活動，當地黨部認為不適當時，得由執行委員會議決加以警告

或糾正之，「各級黨部對民眾團體不服從警告或糾正時，得呈請上級黨部核辦」，「各

民眾團體如發生重大事故，當地黨部認為應緊急處置時，得由黨部知會當地軍警制止，

同時呈所上級黨部核辦」24。同一次會議制定的《縣黨部與縣政府條例》中規定，涉及

民眾運動，則縣政府無干涉之權，「各縣民眾團體之組織應由臨時或正式縣黨部指導，

縣政府不得干涉，成立後由縣黨部交縣政府立案」，「如民眾團體互相發生糾紛時，縣

政府負調解之責」。25在這些規定中，都明確地方黨部對於民眾團體的領導權。

次年6月召開的第149次中常會上，南京特別市市長何民魂提出「黨部與政府，均以民眾

為唯一基礎，政府於民眾訓練，似應負相當責任」的呈請26。明顯地要求同黨部分享民

眾運動的領導權。這自然引起黨部的反擊。8月，繆斌向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提出《確定

民眾運動之方針》的提案，提出黨應與民眾組織一體，不能「因為黨不能賅括民眾，民



眾不能儘歸於黨，於是一般人遂發生了黨自黨，民眾自民眾的現象。一二年來，國民黨

要不要民眾這句話，常喧傳到耳鼓里，試問苟系一體，如何可要，如何可不要？」27顯

示出國民黨地方黨部對於民眾運動的現狀不滿，及希望完全控制民眾運動及民眾團體的

要求。此次大會關於民眾運動的決議案，一面說「人民在法律范圍內，有組織團體之自

由」，同時強調「必須受黨部之指導與政府之監督；政府應從速制定各種法律，以便實

行」28。實際上給予了地方政府對於民眾團體一定的控制權。

二個月後，國民黨民眾訓練部制定《民眾團體組織原則及系統》，歷數過去民眾運動的

種種錯誤，雖認為「本黨統一中國後所需於民眾團體者還多，故民眾團體不應亦不可允

消滅」，但是「本黨過去所定民眾組織原則及系統，應否改變，實成一大問題」。同時

認為，黨與民眾團體的關係「是領導關係，不是命令關係，以黨治國，是以黨透過政府

而實施政策，並不是黨直接去命令民眾或統治民眾」。而對於商會與商民協會，則承認

二者有並存的必要，「必須認識到在商人在法律上的地位和中小商人在革命中的地位，

二者有分別觀察的可能，前者為本黨經濟政策之所在，後者為本黨革命力量之所存」，

「商民協會以中小商為會員，商民協會受黨的領導」，「總商會受政府的管理，其任務

專在發展工商業及國際貿易」。29這里已透露出國民黨對於民眾團體控制強度的放鬆，

以及政府對於民眾團體控制的滲入，也隱伏了以後黨政衝突的因素，也表明，此時國民

黨中央並不希望地方黨部對於民眾團體進行直接控制。

隨後，1929年3月，國民黨三大對二屆中執委的黨務報告決議案中，歷數過去民眾運動有

三大缺點：「一是未預先確定民眾運動的根本辦法，徒使喚起民眾之運動而使用權民眾

運動陷於妄動、暴動之境；二是過去只顧民眾組織而未顧及人民全體在社會生存需要上

之組織，結果使民眾運動成為一小部分民眾的運動；三是民眾運動的方法與組織地軍事

時期適合的不適於訓政時期。」為此確定今後民眾運動的方針：「（一）民眾運動必須

以人民在社會生存上之需要為出發點，而造成其有組織之人民；（二）全國農工已得有

相當之組織者，今後必須由本黨協助之，使增進其知識與技能，提高其社會地

位。」30這也說明，隨著國民黨政府從軍政時期向訓政時期過渡，國民黨中央希望民眾

運動納入正常的軌道，這就為地方政府獲取民眾團體的控制權鋪平了道路。

6月，三屆中執委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人民團體組織方案》，對於國民黨與國民政府對

民眾團體的關係作了分工，「本黨對於依法組織之人民團體，應儘力扶植，加以指導；

對於違反三民主義之行為，應加以嚴厲之糾正」，「對於非法之團體，本黨應儘力檢

舉，由政府制裁之」，「社會團體應在黨部指導政府監督下組織之，並得依法呈請政府

核准立案」。31此後，地方政府對於民眾團體的活動控制力日益加強。1929年7月，國民

黨中執會訓令各省市海員鐵路黨部、海員工業聯合會、棗莊礦區工整會、上海商整會民

眾團體活動須報各級政府，對於「過去各地各級民眾團體每月工作情形，向只呈報所屬

黨部，對當地主管官廳，類存不相屬之概念」表示不滿，認為「殊非所宜」。決定「在

整理期間，各民眾團體除將工作照章報告黨部外，應向各地方主管官廳每月報告一

次」32。在1930年5月由中常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的《訓政時期民眾訓練方案》中，規

定黨部與政府對於人民團體之權責，即「人民團體受黨部之指導政府之監督」，但「黨

部對於人民團體不受指導而予以處分時須呈准上級黨部以命令行之」，可是「對於人民

團體之解散並修轉請當地政府依法執行之」，同時「政府對人民團體認為須解散時須依

法辦理，但事前須知照當地黨部執行之」33。至此，可以說，對於民眾團體的控制權發



生了位移，主導權轉入地方政府之中。

三 黨政關係演變中的民眾團體：上海市商民協會與上海總商會

（一）上海市商民協會的成立與國民黨

國民黨自1924年改組後，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大政策的推行，工農運動

得以迅速的發展，各地工會與農民協會紛紛建立，商民運動正是在這種情形下發起的，

其目的在於改變商民以前「在商言商」的心理，動員商民參加政治與國民革命，形成革

命化的商民。1924年11月，國民黨中執委決定改實業部為商民部34，意在加強國民黨與

商民的關係。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作出《關於商民運動的決議案》，

作出「本黨決然毅然號召全國商民，打倒一切舊商會，引導全民商民為有組織的平民的

團結，重新組織可以代表大多數商民利益的商民協會得普遍於全國」的決定。35在上

海，特別市黨部第二次代表大會於4月4日通過的《整頓黨務決議案》中明確規定，「商

人部此後工作應視為市黨部最重要的工作」，不僅要使商人中革命分子「咸來集於本黨

旗幟之下」，而且要「努力助成商人為本身幸福而產生各種組織，本黨同志對於此種組

織應以全力替助之。」36嗣後，上海特別市黨部商民部更「組織滬商協會，督促商界聯

會左傾，以謀打倒總商會」，而對於總商會選舉風潮，「贊助該會接近革命之霍守華

派。」37

隨著北伐的進程，上海總商會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下發生分化，總商會會長傅筱庵一派以

孫傳芳為靠山；以虞洽卿為首的、與蔣介石有較深淵源有江浙籍資本家於1927年3月成立

上海商業聯合會；一批中小商人在國民黨黨員王延松、駱清華的發起下籌組上海市商民

協會38。1927年3月20日，上海市臨時商民協會執行委員會成立，並於22日發佈第一號公

告，明白宣稱「遵照國民政府法令籌備組織上海市商民協會，並對付急切之時局，圖謀

全滬商民之福利」，決定為歡迎國民革命軍抵滬，全市商民懸旗並休業一天39。3月28

日，公佈《商民協會章程草案》，聲稱「本會遵照全國商民協會之規定，改善商民之組

織，團結商民之力量，解除商民之痛苦，增高商民之地位」40。

上海特別市市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41

姓 名 與國民黨之關係

王延松 市黨部商民部，市黨部監察委員

程祝蓀 市黨部商民部

潘冬林 國民黨員

王曉籟 第3區6分部候補執行委員

嚴諤聲 第4區黨部

沈田莘

陳勇三 國民黨員

張子廉 市黨部商民部，第3區黨部商運委員會組織科幹事

鄭緘三 第1區32分部黨員，第6區11分部執行委員



張振遠 市黨部商民部秘書，第4 區黨部黨員

陸文昭 市黨部宣傳部，第4區19分部黨員

鄔志豪 第4區37分部，第4區6分部黨員，市黨部民運委員

俞仰聖

從上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上海商民協會是由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控制並組織起來

的，其產生就是國民黨黨治下的產物。4月8日，「遵照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之意

旨」，上海市商民協會與3月27日由王漢良、趙南公、徐新六、王曉籟等籌備組織的滬商

協會合並，並於4月11日組成新的執行委員會42。在其公佈的協會大綱中聲稱「實行擁護

三民主義，絕對擁護國民基軍完成北伐」43。5月，虞洽卿等組織的上海商業聯合會決定

組建商民協會44。7月，商民協會籌備委員會舉行就職典禮，國民黨中央的訓辭中稱「商

民協會為領導商民革命機關，而非升官發財之終南捷徑」、「商民協會是實行三民主義

之團體，而非為謀商民獨佔利益之集團」。45籌備委員的誓詞更明白地說「奉中國國民

黨中央黨部之命令，籌備上海特別市商民協會，誓必遵照總理遺囑，服從本黨紀

律」46。

經國民黨中央的屢次催促47，上海特別市商民協會於1928年3月1日召開第一次代表大

會，宣告成立。陳果夫在致成立大會的函中再次重申了「商民協會，係商民協助國民革

命之一種團體。故地軍政時期，商民應以國家利益為重，個人利益為輕。」48大會選出

鄔志豪、諸文綺等五人為商民協會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常委，幾乎全是國民黨黨員，而

在組織、宣傳、合作、仲裁、交際、教育等部委員中，國民黨員亦為數不少。在國民黨

中央的最初設計中，商民協會之組織系以商民黨員為基本會員，在未正式成立以前，由

商民黨員先行加入，候正式成立後，始准非黨員加入，以便於商民黨員操縱，使其他非

黨員之商民，不能不就範以參加革命運動也。49上海市商民協會的成立是符合國民黨中

央的最初設想的，同時商民協會的組織系統採用上級協會管轄下級協會的垂直模式，也

便於上海市黨部的控制。

上海特別市商民協會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50

代表分會 與國民黨之關係

駱清華 綢緞業 市黨部民訓會幹事，第3區黨部商運委員會指導科幹事

鄔志豪 衣業 市黨部民運會委員，第4區黨部黨員

諸文綺 絲光棉職業

陸文昭 米業 市黨部宣傳部，第4區黨部黨員，第3區黨部黨員

成燮春 彩印業 國民黨救國會委員

 

（二）上海市商民協會與上海總商會：革命團體對商業團體51

照國民黨以黨治國的邏輯，既存在自己控制下的商業團體，自然不允許有獨立於自己之



外的其它商業團體的存在。國民黨二大關於商民運動的決議案中已包含有以商民協會取

代商會的趨向，指責舊式商會其組織之不良，為少數人之操縱，勾結軍閥與貪官污吏，

是反革命團體等，規定對待此種商會，一面應採取嚴厲的方法以整頓之，對在國民黨黨

治下的區域，由政府從新頒布適宜的商會組織法，以改善商會組織，更嚴厲執行國民黨

不許現在買辦為各社團董事之議決案，使一般的買辦階級，不能藉此種商會活動，一面

令各地組織商民協會，以監視商會進行，以分散其勢力，並作商會整頓之規模52。同時

制定《商民協會組織法》，規定凡居住在中國的商人，只要年滿十六歲，遵守商協紀律

與決議，不論性別，均可加入，即可以個人身份加入商民協會。同時規定商店店員可以

為會員53。正是這些規定引起了極大的爭議。

商民協會強調的是自己與國民黨的關係，是革命的商業團體，是受黨控制的。先是商民

協會與上海工會關於店員是否各自會員的爭執並由國民黨中執委作出有利於商協的決

定54。1927年6月8日，商民協會於致函江蘇省黨部，強調「店員為商民，則商業生，店

員為工人，則商業死。店中員為工為商，非會員爭執之問題，乃商生死的問題。」同時

在函對江蘇省黨部所提商會與商協的區別表示不滿，認為商協與商會的區別在於是否受

國民黨的指導之下，並表示「以黨治國，任何團體皆不能離黨之指導」，「商協成立而

後，商會本不應再為法定團體」55。此年商協一再強調自己與商會的區別在於商民協會

為領導商民革命的機關，強調自己的正統性與合法性，「組織商民協會，中央頒有章程

及法令程序，應由中小商人自動發起，受本會及縣特派員及特別市黨部指導，斷非原有

商會所得干預，亦非由原有商會改組而成。」56

上海總商會在自身存在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他們強調的是，商會不惟不反革命，而

且對革命有功，認為商會與商民協會是不同性質的團體，一是革命團體，一是商業團

體，可以並存。1927年11年24日覆函上海特別是市黨部，強調舊商會不應撤消。一方面

歷數商會對於革命之貢獻，指出不應強分中小商人，以及認定中小商人為革命商人，其

余為非革命商人。認為「限定中小商人為革命商人，政府應扶助其組織，使之領導商人

參加國民革命，此種懸想，非但不合論理，亦顯非事實。且國民黨之政綱為全民政治，

非階級專政，於同一商人中，更不應創造中小商人名目，使之強分為兩種階級，渙散國

民團結精神」。同時，上海總商會也接受了商民協會關於商會與商協區別的說明，如

1928年5月，上海總商會覆東海商會說明商會與商民協會之區別時，認為商會與商協可以

同時存在，商會與現商民協會不同之點在於，商協之會員為普通商民、商店職員、小販

等；而商會會員則限於商店經理57。在9月致南京國民政府工商部電，也認為商會與商民

協會並存分立，與中常會頒布之商民協會章程相較，商會以同業公會為基本組織，商民

協會以商人店員攤販為基本組織。商會以商業團體為會員，商民協會以從事商業之個人

為會員58。

通過對自身團體性質的界定，上海總商會力圖把商民協會與總商會之爭轉化為地方黨部

與地方政府的問題。依照國民黨民眾訓練部制定的《民眾團體組織原則及系統》，商民

協會受黨的領導，而商會受政府的監督。如果商民協會欲統一或解散總商會須經過上海

市政府的同意。國民黨中央對於地方黨部廢除商會的要求，態度謹慎，1928年1月26日召

開的第116次中常會黨常務委員會會議上，決定緩辦江蘇省政府主席鈕永健提出的「在中

央未決定撤消全國商會以前，各地民眾不宜有干涉商會舉動」的呈請59。因此，解決商

民協會與商會衝突的關鍵轉化為地方黨部如何協調地方政府的問題。



（三）黨治與民眾團體

儘管在國民黨中央的認識中，地方黨部不應對民眾團體有直接命令之權，但在地方黨所

強調的是，民眾運動應與國民黨一體而不容有二，認為國民黨與民眾運動的關係應是神

經的關係60。這一強調，在1929年召開的國民黨三大上，便是陳德徵、潘公展等提出的

《請解散各地各級商會以統一商民組織案取消商會之提案》，提出解散商會有三點理

由61，其隱含的意義便是民眾運動必須受國民黨控制：

商會過去之歷史，全由商棍操縱把持，運用其地位，以勾結帝國主義與軍閥，冀危害黨

國，如民十廣州商會勾結英帝國主義，釀生商團之變，五三濟案發生，上海總商會竟發

魚電，藉詞南北妥協一致對外，而歌功頌德於張作霖張宗昌孫傳芳諸逆，最近國府五院

成立，全國商聯會竟擅選立法委員，上海特別市黨部以其荒謬而警告之，非特無誠意

受，反以商會是否應受黨部之管轄，全國商聯是否應受上海特別市黨部之警告為言，其

抗反黨國逆跡昭彰。最近全國商聯會致國內外總商會令民字第一一四號快郵代電，措施

尤為荒謬，竟指黨部之警告為無理漫罵，認為橫逆，誣為罔法滅理，藉黨專制，末後更

為應如何團結共御外侮等語，反動言論一致斯極。黨治下寧容儼然以黨為對壘之反動團

體之存在耶。此應請解散者一也。商會之組織有團體會員個人會員，團體會員則有所謂

公所公會會館同鄉會某某堂等之別，內容致散漫不可言；個人會員，則每一公司或商號

代表之多，並無明確之規定，而中商人則以商會會費過昂，無力加入，實有背於本黨全

民政治之之政策，此應請解散者二也。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商民運動決議案，以商

會被商棍所操縱，定為暫存之公團，而另組商民協會以為商人集合之法團。暫存兩字應

含時間性及應付當時環境意義，蓋以彼時吾黨勢力僅及兩粵，反動勢力正濃，鏟除非

易，今則訓政開始，農運工運業經統一，獨商民組織被困襲特殊勢力分歧制肘至今，猶

為「名目繁多」、「詭計百出」之患，吾黨同專應於第三次錢國代表大會完成第二次全

國代表大會議決之使命，將全國所有一切商會商界聯合會以及全國商會聯合會，迅予解

散，以便集中商民力量，使站在同一戰線上，共同努力國民革命，並得發展工商事業，

以反抗帝國主義這經濟侵略，臻黨國於富強之域，此應請解散者三也。

與此相呼應，商民協會於3月3日提出統一商民組織的主張，提出商會與商民協會人分立

實是同一商民有兩種集團，不易集中力量；商協受黨的指導而商會受政府的監督，然而

在以黨治國的主義下，無論政府及民眾均應受黨的指導，實不能分兩會的性質而使黨政

分成兩橛；不受黨指導的商會能否擔負實行國民黨的經濟政策等62。並於大會開會期間

派代表赴南京請願63。同時，國民黨民眾訓練部亦發表《告全市民眾書》，聲言「本市

之商民運動已近完全停滯，一市以內之商民組織毫無系統」，堅決主張商民組織應統

一，「若黨部政府以為商會應當成立，不妨明白宣布將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之商民

協會，通令取消」，「否則擴充商民協會之范圍，使之堅固，亦正黨部政府之責」64。

上海總商會立即感到形勢嚴竣。先是上海銀行公會、錢業公會、華商紗廠聯合會等在上

海總商會召開聯席會議，討論上海代表向國民黨三大提出的統一商民組織案。虞洽卿在

會上發言說「商人現處於危難地位，應有互相協助之決心」。大會推虞洽卿、諸文綺等

五人赴南就請願，並致電蔣介石，稱「商會係根據商會法組織之法定團體」65。而在其

發表的《全國商界請願書》中，列舉商會贊助及參與革命之歷史，指出商會為「實際革



命之團體」。並再次指出「若謂取消商會納入商民協會，則不但革命功績、革命能力，

商民協會萬萬不能與商會比，妄言廢棄歸並，必致動搖全國內外人心」，而且「商民協

會本身，名稱組織，為共產黨利用分化，尚貿然不知，又何統一組織之足云。固知統一

組織之道，在此不在彼。」同時，國民黨應廢棄取消商會的觀點，「皆背黨也，非總理

信徒」。最後認為從消極方面看，商會有維持存在之必要，從積極方面看，民眾團體有

統一之必要，但商民運動應存於商會66。不久可以發現，事件發展的實際情況正是商會

所預想的。

取消商會的動議，最後並未表決。4月，上海特別市黨部所控制的救國會與上海總商會發

生衝突67。結果先是上海特別市黨部通過兩個臨時動議，「市政府代電，為據總商會養

代電，為救國會自由佔據會客室，請制止等情，希查明制止，並希見覆案，議決，令總

商會恢復原狀，並函覆市府」，「民訓會提本會全體職員建議，請呈請中央勒令工商部

取消總商會，並緊急處置上海總商會案，議決，通過」，「 三區黨部呈為上海總商會常

委馮少山等派遣西捕封銷救國會，轉警備司令部將該馮少山等拘捕懲辦，並解散總商

會，議決，呈請中央解散馮少山把持之總商會工通緝馮少山等」68。

這一事件，從表面看，是上海市黨與上海總商會的衝突。其實，背後所隱含的是上海市

黨部與上海市政府的權力競爭與衝突。上海市商民協會3月3日要求統一商民組織的主張

很明顯地暗示了這一點。按照商民協會受黨的領導，商會受政府的管理之規定，上海市

商民協會強調，儘管如此，「然而在以黨治的主義下，無論政府及民眾均應受黨的指

導，實不能分兩會的性質而使黨政分為兩橛」。也就是說，上海市黨部希望通過自己控

制下的商民協會統一上海總商會，從而加強自己的政治力量，進而對上海市政府的權力

作出有力的挑戰。

事實上，自從上海特別市政府成立後，上海市黨部的權力日益削弱，其實際的工作僅僅

限於黨務方面69。上海市黨部也一直通過報刊呼籲提高黨權，強調黨權旁落的原因在於

「與民眾的隔閡」70。國民黨自稱是代表大多數民眾利益，而不是任何階級利益的政

黨。對於民眾團體的控制直接關係到黨權的存亡。前面的論述中，我們已經指出過，對

於民眾團體的控制與領導權，國民黨中央通過各種法定把其逐步移至地方政府。黨部對

於民眾控制力的削弱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地方黨部被排除出勞資糾紛的調解，把調解權給

予地方政府71。結果是「黨部化為餼羊，而無生存之餘地」「黨部與政府立於敵對地

位，成為在野黨局面」72，同時也失卻民眾對國民黨的信仰。

在此情況下，地方黨部要求提高黨權也是自然之事。地方黨權的旁落與要求重新確立黨

權，從更深一層面來講，正是國民黨改組後社會構成的一種反映。正如有學者指出，一

般以為國民黨在改組後變成以工農為主體的政黨，其實並非如此，「大革命時期國民黨

員的社會構成，雖是多種社會力量的政治聯盟，但其黨員主體一直是知識分子，知識分

子中，又主要是青年學生，最多的是一批受過中小學和私塾教育的青年」73。上海特別

市黨部的情況亦正是如此，其黨員絕大部分是學生與下層知識分子。這些接受過初等和

中等教育的學生和青年在社會上是處於邊緣地位，對於他們來說，加入黨及加強黨治正

是他們獲取權力及走向中心的途徑與工具74。同時，這些中小知識分子的加入國民黨遂

形成一個做黨工作的階層，這是國民黨改組後所形成的新社會階層。對這一個階層來

說，自然希望加強黨治。而地方黨部唯一可以利用的資源便是動員民眾團體，利用民眾



團體來對抗地方政府。

國民黨上海特別市第5區黨員質量統計（1929年5月）75：

知識程度

不識字 350 7%

初等教育 1671 7%

中等教育 1927 7%

大學或專門教育 1088 7%

職 業

工 1506 30%

農 56 1%

商 761 14%

學 1416 28%

黨 343 7%

政 480 10%

軍 123 3%

自由職業 276 6%

失業 75 1%

 

（四）國民黨中央的對策：新商會法的公佈與商民協會的取消

對於上海市商民協會與上海總商會的衝突，國民黨中央迅速作出反應。 5月2日，國民黨

中央任命虞洽卿等三十四人組織上海特別市商人團體整理委員會。儘管在整理委員會成

立大會上，虞洽卿致辭中說「而後凡屬民眾團體，均應在國民黨指導之下，以努力於三

民主義建設之成功，全體商人尤應一其心力」。然張群以上海市長身分訓辭頗耐人尋

味，其未及受國民黨指導，只說「上海商人團體此次徹底改組，在一般人看，總以為由

上海市商民協會與總商會之不能合作，意見分歧，因而釀成此番大變動，其實內容並不

盡然」。「今者上海商界依據中央命令作此統一商人組織之大策劃，將往日盤踞商界之

種種惡勢力一擬鏟除，除舊布新。」76這惡勢力，從後來的情形看，恐怕多半是國民黨

上海市黨部。

其實，如果比較一下1928年5月13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提出的、由三屆中常會第11次會議

通過與5月23日由胡漢民、戴季陶、陳果夫、葉楚傖、陳立夫、孔祥熙覆議、第12次會議

通過的兩份《上海商人團體整理委員會組織大綱》頗能反映出這一消息。在前一份大綱

中，要求商整會擬定統一團體之總章，須列有「信仰三民主義」、「服從中國國民黨當

地最高黨部之指導及受主管行政機關之管轄」等，在後一大綱中全然不見77。可以看

出，國民黨中央一級力圖排除地方黨部在新商會中的領導權與監督權。

1929年8月，新的商會法公佈，在法律上重新肯定了上海總商會的地位78，同時這也是上

海總商會和其它商會所一直期盼與籲請制定的，規定「商會以圖謀工商業及對外貿易之

發展，增進工商業公共之福利為宗旨」79，其中並未涉及國民黨黨部對於商會是否有指

導之權。這引起地方黨部的不滿，上海、浙江、福建等省黨部對新商會法提出質疑。作

為答覆，國民黨中常會第三十二次會議通過戴季陶提出的《新商會法組織原則及運用方



法之說明》，其中就有頗堪玩味的內容，國民黨地方黨部與商會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

化，實際也預示著地方黨部所希求的對商會管制權的旁落。

《說明》聲言，因目前運用上有各種困難，新商會法不採用德奧日本等國商業會議所法

之制度，同時為保育商業團體之發育起見，「相當的採用會館制度之精神為善」。就此

精神認為，各商店之店員，其性質上或許其加入同業公會為會員較為合理。而同業公會

之組織，「在中國向來習慣上，均係包括東西家大小行而成，各地皆然；若新法對於同

業公會之會員排除西家或小行，不特反乎舊日習慣，且與本黨調協勞資之宗旨相反，其

弊或至各店員相率另組工會，更重糾紛。」這很明確地表明新商會法向中國傳統的商會

精神回歸，同時又點出商會與商民協會之不同點。其內容主要分三點：首先，「關於商

會之組織，必須有單行之法律，此屬當然之事。至其條文上未曾涉及黨部之指導，亦為

法律之當然形式。蓋本黨對於人民團體之扶植指導，檢舉非法，皆為促進法治，運用法

律之政治手段，亦為訓政時期中本黨對於政治上上所應有之責任，且對人民團體之法律

行為，有決定之效力。不論法律之規定如何，皆可運用合法者，惟在各級黨部，切實明

白方案之意義與認識運用之分與方針耳」；第二，「新商會法明文上不明定黨部與之關

係係屬通例，不獨本法為然也。惟運用此條文使合於黨治，仍可經過向黨許可之應有程

序，惟須由立法院另有一關於本法施行之決議，說明訓政期間，為使當地之商會組織及

行動確實適合於三民主義之建國精神起見，在召集正式之設立大會以前，必須經過向黨

部申請許可及受黨部指導承認之籌備期間」；第三，「新商會法規定商會之組織基礎在

於商店及同業公會，而不以自然人為組織之基礎，其立法之意義，合係根據中國舊有習

慣糾正從前北京所發佈之個人自由入會制度之缺點，同時亦以解除年來各地幼稚的商民

運動之糾紛。蓋商會之目的在於圖工商業之發展，並非為各個商人解決何種私人問題而

設。其性質與現今各地之所謂商民協會迥異。」80

國民黨地方黨部對於商會控制力的削弱，在1930年7月發佈的《商會法施行細則》中可以

看得更為明顯。《細則》第二條為「本法及本細則所稱地方主管官署，在市為市政府，

在縣為縣政府，在隸屬行政院之市為社會局」。第五條為「依本法第六條第一項發起商

會時發起人應呈明地方官署，如同時有兩組以上發起，由地方主管官署核定之」81。實

際是是把國民黨地方黨部指導商業團體的權力排除了。

對於商民協會，國民政府的態度在新商會法公佈的前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在1929年7

月，行政院還奉發商民協會條例訓令，擬定暫行辦法，規定「農協、商協成立後，只准

舊商會暫時存在，舊農會應取消」82。而到10月，上海特別市商整會的文件中明顯地可

看到商民協會受到整理的情況，其呈中央黨部及工商部文件中稱，商業團體的整理必須

先行解決兩件事，即：（一）屬於前市商民協會之各業分會是否可以比照工商同業公會

法，令其改組同業公會，又屬於前市商民協會之各地方分會是否可比照商會法令其改組

分事務所；（二）攤販掮客及流動性商人，既無工商同業公會法規定之公司行號，似缺

乏組織同業公會之要素，但其所經營者俱係正當之商業且設立公所分會等類似團體相沿

頗久，「一旦解散，必致此等商販失其團結團體圖謀公益之權利，似非扶助弱小商人，

一視同仁之義」83。實際是把商民協會及其各分會和個人會員等歸並入商會之中。

1930年1月，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向中常會提議，「明令撤消十七年公佈之商民協會組織條

例，所有商民協會限期結束，其原有商民協會分子，分別性質酌予參加商會或工商業同

業公會之機會」。84中常會於2月3日通過《撤消商民協會辦法》，稱「商民協會之組織



與新法規（商會法）之原則大相逕庭，殊不適於現今商運之方針」85。2月10日，中央執

行委員會訓令各省市黨部，取消商民協會。認為「商民協會原為軍政時期時勢之需要而

設，現在訓政開始，舊有人民團體組織多不適用」。現在立法院制定出新商會法及工商

同業公會法，並經政府明令公佈，此後商人團體之組織，自應遵照新頒法令辦理。「所

有十七年頒布之商民協會組織條例，著即撤消，各地商民協會應即限期結束。」而對於

原來商民協會成員，除攤販系屬流動性質無組織團體之必要外，「在中小商人當然包含

於商會及同業公會之內。至於店員分子，亦經本會決定，於工商同業公會法施行細則中

增加規定，使其有充任會員代表之機會。」並就此訓令，認為商人團體之組織與名稱，

雖有變更，而實際之上凡屬商人俱有同等之機會，「且組織既經統一，則過去大小商人

之隔閡與夫店東店員之糾紛，均可根本免除而共同致力於工商業之發展，以增進其相互

間利益。昔日以少數襲斷抒持之舊商會既經商會施行後為徹底之改革，則商民協會自無

分峙存在之必要」86。6月25日，國民黨中執委發佈關於取消商民協會辦法之訓令，「浙

江、廣州、上海等省市，經呈准中央設立商人團體指導改組機關者，其商人團體之改

組，准依照核准之法規手續，在國民政府核定期限內一律辦理完竣」87。

因此，我們不能說上海市商民協會與上海總商會的衝突，以及上海商整會的成立，表明

國民黨或國民黨地方黨部控制了總商會或其它商人團體。也不能像弗斯密斯那樣認為，

這一事件表明國民黨黨治的失敗和舊式行會精神的再生，因改組後的上海市商會基本上

受到上海市政府的控制。其實商民協會的取消正是國民黨對於民眾運動方針改變及黨政

關係演進中的一環。

四 結 語

上海商民協會與上海總商會的衝突，其所折射出來的是一幅多重的圖像，一方面是國民

黨地方黨部與民眾團體的關係，一方面通過上海總商會所反映出來的地方黨政關係的複

雜性，一方面是國民黨中央與地方層面的不協調性。國民黨號稱以黨治國，全民的政

黨，然而，在這一事件中表明，國民黨地方黨部黨權旁落的情況下，所能運用的政治資

源何其少，這也可以使我們窺到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關係並非完全如其所稱的「以黨治

國」，前所引「軍事北伐，政治南伐」的民謠已隱約在反映出這一點。從1927-1930年，

國民黨中央所制定的一些法規中已清楚地表明地方黨部控制力的削弱，而地方政府的權

力在上升。因此，上海商整會的成立，既不能說是國民黨政府控制了上海商人或上海資

本家，也不能說黨部的失勢與黨治的失敗，在某種意義上而言，這是國民政府與國民黨

關係的調整中的一個事件。同時，國民黨中央對於這一事件的處理也可以看到國民黨中

央更多地傾向地方政府而不是地方黨部。

國民黨黨政關係的實際變化，一個重要的時期便是北伐的快速推進。國民革命軍佔領地

區越廣，國民黨的黨政關係的對比愈有利於地方政府。在此一時期國民黨地方各級黨部

關於地方政府任用黨員、地方黨政人員薪津比例懸殊過大等情況，都可以說明這一變

化。當然，北伐與國民黨黨政關係的變化問題，需要作進一步的實證研究。

同時，上海商民協會與上海總商會的衝突，提醒注意國民黨改組後，其社會構成的變化

及由此而產生的社會影響，以及對於地方基層組織與地方政權的影響。當大批作為社會

邊緣人物的中小知識分子成為國民黨主體成員後，其政治要求對於國民黨黨務運作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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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提出取消全國總商會動議的陳德徵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正是這些人在國民黨地

方黨部強烈要求提高黨權。

總之，上海市商民協會與總商會的衝突所反映出來的是一個複雜的歷史層面，提醒我們

注意國民黨、國民政府在地方層面的複雜性與多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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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徐鼎新、錢小明合著的《上海總商會史（1902-1929）》中認為此商會法於1928年公佈，不

確，並以此時間為準作了推論，見頁393。

79 〈商會法〉，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財

政經濟》八（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

80 〈中常會關於新商會法組織原則及運用方法之說明〉，《中央黨務月刊》第14期（1929年9

月）。



81 〈關於指導整理商人團體之各項法令文件〉，上海檔案館藏，卷宗號為Q201-1-628。

82 〈行政院奉發商民協會條例訓令〉（1929年7月），載註79書，頁677。

83 《各業分會及攤販掮客與流動性商人組織問題，上海特別市商人團體整理委員會呈中央黨

部暨工商部文》，上海檔案館藏，卷宗號Q201-1-628。

84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十八次常務會議紀錄〉（1930年1月27日），中國第二歷

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錄》（10），頁48。

85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七十次常務會議紀錄〉（1930年2月3日），中國第二歷史

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錄》（11），頁11-16。

86 〈取消商民協會的訓令〉（1930年2月10日），上海檔案館藏，案卷號Q201－1－626。

87 〈中執委關於取消商民協會之辦法訓令〉（1930年6月25日），《中央黨務月刊》第23期

（1930年6月）。

88 這一問題，將另文作專題討論。

 

趙利棟 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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